
援救王君 

戴耘 

2006 年三月一天上午，我在家里的车道上看到地方报纸 Times Union 为促销送看的当天报

纸。我们不订报，既然送的，也就随便看看。那天看到的头版头条让我一惊，我的朋友王

君（为保护隐私起见，以“君”相称），州政府属下研究机构中国籍科研人员，涉嫌将禁

止出口的军品卖到中国，被 FBI（联邦调查局）抄家并拘捕。 我立即打电话去王君家，他

岳母接的电话，王君的太太赵君为这事奔忙不在家，他岳母一人在家带着小两口还不到一

岁的女儿。后来一问，才知道头一天王君被捕的消息就上了当地电视新闻头条。  

我 2001 年到 Albany 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太太仍在堪萨斯市城郊的长途电话公司工作，

所以我一人租了一个老式公寓的一房一厅的套间。查看过道里的信箱时，看到隔壁邮箱上

是中国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隔壁住的是对小夫妻王赵二君。第一次交往是一天周末中

午，我想向中国邻居借一样东西，就敲了隔壁的门，他俩看我一人，就留我吃午饭，也算

邻居间认识一下。虽说初次交往，我这人不讲客套，客随主便嘛，就留下吃饭了。那时他

们结婚不久，王君是中科院知识分子圈子里长大的“北京爷们”，心高气傲，踌躇满志；

赵君是贵州偏远地区长大，漂亮，阳光，喜欢唱歌。两人跟我聊家常，包括小两口之间日

常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小夫妻还在磨合阶段，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他们跟我的交流很坦

率，没把我当外人。后来我也会偶然去他们家坐坐。在公寓房住了一年后，我太太怀着儿

子和女儿一起过来在 Albany 落脚。那是 2002 年夏天，我们搬进了新买的房子。王君他们

也搬到了新租的住宿。我因为买了沙发缺人手帮忙，就打电话叫王君。王君和赵君一起来

的，他们说顺便看看我们的新房子。后来请他们来吃过一顿火锅，以后两三年就没有什么

来往了，直到 2006 年王君出了事。 

王君被山姆大叔盯上，和美国当时反恐，加强了对民间可疑活动的监视有很大关系，那时

王君除了上班，和哥哥联手作为中间商通过邮寄向中国转售美国生产的一种船舶导航仪。

导航设备一般可以民用也可军用。因为有大量汇款不断进入王君的帐户，联邦调查局怀疑

里面有猫腻，开始暗中调查王君，前后大概有一年的功夫，王君毫无察觉。当时，在新墨

西哥州核基地的台湾工程师李文和间谍案正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但王君怎么也想不到，

联邦调查局会带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十来个人，拿了搜查证呼啸而来。他后来告诉我，他去

开门时枪就顶在他脑门上，一群人把他家里搜了一遍，把两台计算机搬走，把他人也抓走

了。指控王君的罪名是私运禁止出口的产品，如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十年徒刑，罚款数十万

元。 

那几天报纸连续有后续报道。我记得读到王君的律师 Kevin 对媒体的谈话。他一开始就清

楚地表明，联邦起诉官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就仓促起诉王君，指控缺乏证据，没有

条文能证明王转售的是禁止出口的军品。我当时想到了我们州府地区的“华社”。“纽约



州府华社”（Chinese Community Center）是 70 年代几个台湾人创建的服务华人的非政府

组织。由于大陆来的人逐渐居多，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基本都是大陆人在管理，有 300 多

个会员家庭，近千人的会员。我打电话给“华社”社长，看看华人团体是否可以出面了解

事实真相，说点公道话，社长称此事涉及刑事诉讼，他们不好过问。过了两天，听到了王

君的工作单位借王君上班时干私活的理由将王君解雇，后来又改口说王君上班看体育节

目。而大家心知肚明，这家研究机构因为依赖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不想因为王君和联邦

政府较劲，给自己造成不利。 

王君被拘押了一个多礼拜后第一次出庭，联邦法官以被告有可能逃跑为理由，给出了 25

万保释金的保释条件。我和另两家中国人与王君的律师 Kevin 商量，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于是，我们打算三户人家一起用房子作抵押，也就是用我们已付的本金（equity）作保释

金。抵押需要三户人家，是因为我们还都在还贷，只有三个家庭联合抵押房产，才能凑到

25 万这个数。另两家帮忙的是赵君的小姐妹，她们的先生都是妇唱夫随。只有我是王赵

的昔日邻居和朋友，而我太太和王君毕竟只有一两面之交，到了我这里夫唱妇随出现了障

碍。我跟太太说，王君是 UIUC（伊利诺伊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他父亲是中科院教授，

我虽和王君没有深交，但知道他性格耿直，我深信以他的为人，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对

帮助他的人有不义之举，所以房子抵押出去无大风险，但是我太太听了还是不放心，不怕

一万，只怕万一。于是，我们两人开始在网上查询抵押风险方面的资料。我隔壁邻居 Jim

是个律师，我给他电话。因为他主要打民事官司，所以就向我推荐了他的刑事诉讼律师朋

友 John。 

交保释金的日子定在星期一下午 1：00。前一天的星期天晚上，我联系上了 John。他说抵

押总有一定风险，所以在美国这样的事在亲戚中会帮这个忙，朋友之间则比较少，毕竟关

系到房子这安身立命之所。我太太也打电话给过去在 Purdue 念书时的好友陈军，陈军也

觉得这事慎重为好。这样一来，我太太就更不情愿了。好说歹说谈不拢，这下让我落入进

退两难的境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我们现在不要做决定，明天下午一起上法庭再说。

如果你明天还是不能放心，到时我们退出就是了。太太同意了。那时已经晚上 12 点多

了，太太上楼睡了。我一个人在楼下，陷入痛苦。明天就要见法官，还有那参与保释的那

两对夫妇也会一起前往。如果保释因为我们一家的不参与而不成功怎么办。这还在其次，

我那个晚上的痛苦，是我人生中很少经历的哲学痛苦。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帮一个朋友度

过时艰，难道还不能相信，对方会保持基本的诚信，会看重这里面我们付出的信任吗? 如

果不能相信朋友，我们还能相信谁?  人和人还有什么建立沟通和关系的基础？ 

第二天，星期一下午一点，我们三户人家如约来到 Albany 市中心的联邦法庭，王君的律

师向我们解释了保释的程序和要点。只要王君届时出庭进入案件审理程序，我们的保释就

自动解除，保释和王君有罪或无罪认定无关。另外，三户人家的抵押的房产，在保释期不

能从事买卖或其他抵押交易，所涉房产的房契由法院代为保管，直到解除保释。我太太还



问了几个技术问题，就同意抵押文件上签字了。我自然松了口气。我们按程序见了代理抵

押的联邦法官，交了房契。然后我们各自回去上班，并等着王君交保出狱的消息。可是一

波三折。由于王君被解雇，他的移民身份出现了问题，被远在水牛城（Buffalo）的移民法

庭传讯，王君又被押送到水牛城去了。这样，王君来回折腾，辗转了四所看守所或监狱，

在牢里前后呆了一个月后，才保释出狱。 

王君出来后，我和他的朋友（大部分是年轻人）相约在他家商量对策。里面包括很活跃的

小伙荔宁。当时，事情越来越明朗，对王君的指控根本不成立。他经营的导航仪不属于禁

止出口产品，而且它的制造商在中国有经销部，王君只是赚点差价。如果王君有疏漏之处

的话，那是他在邮寄导航设备时没有按照条例申报。联邦法官也放话，如果联邦起诉官再

拿不出有力的说辞和证据，这个案子很可能被 dismiss（撤销）。法律程序的事靠律师，

我们这些朋友希望做的是帮他游说把他丢掉的州政府那份工作要回来。 

在王君被抄家拘押的两个多月后，五月下旬，联邦起诉官向联邦法官正式撤诉：我还记得

他的原话：”We, the prosecutor,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United States, decide to withdraw the 

case against Jun Wang.”  （“我们起诉方，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决定撤销对王君的起

诉”）。这话让我感觉讽刺意味十足，只有听说为美国最大利益宁错一千，不漏一个的，

没听说放人也能用上这理由。找台阶下吧。FBI（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接近走私武器的调

查和指控，历时一年，耗资百万，就这样草草收场。后来据王君告诉我，负责他的案子的

FBI 调查官是个没经验的新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拿不准这里的问题是否真的越过了法

律界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急功近利的成分，如果能成功破获一个类似军火走私案这样的

高曝光案件，对像他那样的 FBI 新手的晋升会大有好处，所以急于立案起诉；搜查电脑和

其他文件，也有调查官想试试运气，说不准从电脑里弄出些名堂的可能。美国检察机关在

调查外国人时常常是双重人权标准，也不那么害怕你告他。在这点上，持中国护照的王

君，更容易成为受害者。不管怎样，联邦检察官在联邦法庭上也很狼狈，被联邦法官当场

数落，事情没有弄明白就仓促起诉，不啻是扰民之举。地方报纸更是在发布新闻的同时用

一幅漫画嘲笑：画面上 FBI 在打导弹，结果打歪了，打进了民宅。解说词借 FBI 官员的嘴

道歉：“oops… Sorry.  We got it wrong”（啊哟，不好意思，弄错了）。倒霉的当然是王

君。刚安顿下来的家，刚买了房，太太刚生了孩子，突然有这样的不测风云，莫名其妙进

了大牢，丢了工作，让老婆和在北京的父母焦急如焚。万幸，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虽然我们想替王君要回他因为起诉而丢掉的州政府的工作，州政府这家研究机构的头儿不

仅向法官和媒体撒了谎，这次也死活不依，因为依了我们等于承认他当时错了。不管是当

时匆匆辞退了王君，还是后来拒绝重新雇用王君，在我看都是缩头乌龟的德行。这点他们

和联邦检察官一样，能抵赖就尽量死扛。王君和赵君后来也放弃了努力，因为这份差不多

是博士后的工作薪水也很低，不如重起炉灶。过了几个月，王君在加州硅谷里找到了一份

还不错的工作。这里面有纽约州议员的功劳，亲自出面帮忙澄清王案属于冤假错案，否则



加州的用人单位是不敢用王君的。有一件事我没有问王君，就是他经济和精神受到那么大

损失，为什么没有告山姆大叔（联邦政府）。我猜测，一方面是鉴于李文和案在先，与政

府打官司旷日持久，劳命伤财，而且你未必就能赢。而且更重要的是王君是外国人，像李

文和这样入籍的华人，有全美华人团体（包括律师团）的支持，官司还打得这么艰难，何

况王君呢。据王君说，检察官撤诉后，他被收掉的两台电脑还迟迟没有还他。王君是无心

恋战：收拾残局，从头开始吧。 

2006 年 6 月，我们收到了王君的律师 Kevin 给我们的信和法官终止保释抵押金的法令。

Kevin 在信中写道：“法官已经签字（附件），正式将你们的抵押金的留置权撤销。你们

的房产不再受到这项抵押的约束。我向你们表示庆贺并以个人的名义感谢你们在王家的艰

难时刻和他们站在一边。你们在王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显示了你们的勇气和

慷慨”。 

这事过去差不多六七年了。就在华社庆祝 2012 年春节联欢演出成功的“庆功会”上，我

碰到赵君的小姐妹，她是抵押房产的三家之一。我问起王赵二人的近况，她说他们工作生

活都好，第二个孩子现在也快两岁了。王赵二君经历的那段不寻常的几个月，不仅消耗了

大量精力，钱财（律师费），而且对他们俩的精神和情感上的考验是空前的。王君的运气

还算好。虽然在牢里挺绝望，回头看，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练。经历了这样的事，还

有什么事可让你惊慌失措的呢。这个心气很高，脾气有些急躁的北京小伙，因为这事一定

成熟了很多。在整个这件事上，赵君这小姑娘真是不简单。当时刚刚买了房子（必然要还

房贷），小孩那么小，老公被羁押，又丢了工作，又要雇律师打官司，她一个人要担当多

大压力啊。换了别人可能都要崩溃了，可是我见到她的几次她都笑着，没有掉眼泪，也没

有抱怨。让人感觉女人比男人更能扛得住时艰。当我跟她说我太太在抵押房产还有些顾虑

时，她说能够理解，而且说如果需要可以叫王君北京家里人用那边的银行存款给我们做抵

押。我说不用了。这个几年前住我隔壁的苗条，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在经历这件后明显

憔悴了。可以想象王君在牢里的那个月她暗自哭了多少回。就这个，王君也知道多亏了赵

君。 

对我自己来说，援救王君是我到美国的二十来年中在我脑子里留下最深印记的事情。记得

事情平息后，王赵二君请我们一家去他们家做客吃饭。王君买了条鱼，亲自掌勺。虽然按

我上海人的口味，他的鱼做得一般般（自忖手艺不如本人），席间他和赵君甚至没有说什

么客气的感谢的话，但就单独请我们一家来吃饭，我就知道他们是很真心地答谢我们给他

们的一点儿帮助。那年，因为我太太和女儿正要去北京玩玩，王君还特意跟父母联络，安

排我太太女儿在他父母那里小住。王君去加州后还回过两次 Albany，每次都送来一箱加

州产的木瓜。我跟王君赵君开始认识和最后分手前的两顿饭，见证了我们之间君子子交淡

如水的友谊。除此之外，还有一顿饭也非同寻常。2006 年夏天，我回上海，正碰上我太

太的好友陈军的老公周建忠，也是我在 Purdue 念书时的好友，到浦东张江高科办事。我



们约在张江见面，他一见我就问王君的事。我跟他大致讲了事情的结局。他对我的举动表

示赞同，并因此要犒劳我一顿中饭。本来周兄是成都人，我该尽地主之宜才对，看周兄美

意，我便欣然从命，心里觉得舒坦，感到自己被 vindicated 了。我对王君的帮助，更多的

是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实效上，还王君的清白，靠的还是律师的给力，法官的公正，

媒体的客观，制度的完善（如权力制衡），过程的透明。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帮助王君的

决定，我对王君的信任，证明是正确的，这点对我很重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重要

事件上，听从内心的声音非常重要。对我太太而言，能够在最后一刻签字，也不容易。尽

管她可能还是不情愿的，勉强的，但她不仅仅是给我一个面子，她知道在其他许多事情上

她可以坚持己见，唯独在这件事上她应当从我。 

我从 2007 年开始更多地参与华人社区的活动，到 2012 年一直担任“华社”理事会成

员。说起来这和王君的事有关系。我 2009 年担任华社副社长，是受社长荔宁的邀请，而

认识荔宁，和他成为朋友，是在那次在王君家讨论为王君讨回公道的聚会上。说实话，在

美国大学任教，你就是一架一年 365 天不间断运转的机器，永远有做不完的活。我在王

君被羁押的那一个月里，手头的有些活也只能搁置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华人还是各

扫自家门前雪，我们在主流社会里永远不可能有话语权，说不定哪一天你自己就会蒙冤。

我在自己的华社理事候选人“施政理念”的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对碰上麻烦的家庭给予力

所能及的支持。我们这些年在联络地方政要上也做了不少工作。2008 年我们帮助我们选

区（纽约州第 21 选区即州府地区）对华人社区特别友善的 Paul Tonko 选上了联邦众议员

并在 2010 年连任。我们和当时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也有很好的关系，每年

春节都会收到她的贺信。我们和州里的参众两院议员也有很多交往，每年春节联欢都会有

市长，议员等政要参加。我们在每年的国际美食节里与各个族裔的社团建立良好的互动。

我们把每年的春节联欢演出从一所高中大礼堂转到纽约州政府广场上的“巨蛋”大剧院。

如果说不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也要赢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华人在美国才能活得有

尊严，才能避免或减少像王君那样蒙受的不白之冤。（在写作此文之际，我的另一位朋友

在纽约市卷入了类似的麻烦，我祝他和家人能平安无事）。  

 今年（2013）四月，我去旧金山开美国教育研究年会，有了机会去看王赵二君。

他们不仅有了新家，女儿已经上学了，而且我没见过的儿子也好几岁了，一双儿女，长得

人见人爱。他们的生活终于能安顿下来。王君告诉我，即使到加州的这些年里，他还一直

要定期向移民局报告，原因还是当年他被羁押时被移民局盯上了，好在他们终于拿到了绿

卡，跟山姆大叔的恩怨也可就此了断。那天，王君和赵君兴致挺高，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先

是请我去餐馆吃广式早茶，然后去海边，那儿有个渔场。王君说他们经常去那儿买鱼。不

知王君烧鱼的水平是否有所提高。我的记忆里，旧金山常常是雾气笼罩的。但那天是个太

阳天，虽然风很大。能自由自在地和久违的朋友一起在海边散步，真是十分的惬意。  

写于 2012 年 2 月 18 日，改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  



（补记：把这篇小文寄给王君看了，他回邮件回答我为什么没有通过法律讨说法追回损失

的原因。联邦检察官在这样的刑事起诉案件中有很多免受诉讼的豁免权。而且检察官既然

已经承认了失误并撤诉，诉讼意义不大，虽然可能获得一定补偿，但同样要付出时间、精

力、金钱，包括请律师的费用，把生命耗在这里面实在不值。我想也是，人生短暂，还有

更重要的事可做，不如翻过那一页。2013 年 12 月 22 日）。 


